
“大跃进”饥荒中粮食的
供给、分配与消费

喻崇武1 张 磊2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2．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管理学研究所，成都 610072)

［收稿日期］ 2015 － 05 － 09
［作者简介］喻崇武 ( 1988 － ) ，男，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张磊
( 1987 － ) ，男，四川凉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摘 要］ 几十年来“大跃进”饥荒成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历史文件资料并
结合实证研究，从粮食总供给、超额征购、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三个层次对近 20 多年关于饥荒成因的
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单一的 FAD因素和 Entitlement因素很难解释整个饥荒; 超额征购
是农业浮夸和工业化加速两方面原因的结果，但农业浮夸主要影响饥荒前期; 公共食堂更可能是一系列其

他政策变量的代表，集体积累及其对饥荒的影响可能被高估，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绑定政策;

由于整个时期关键政策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将饥荒从 1959 年划分为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更为合理。
［关键词］ “大跃进”; 饥荒; 粮食; 供给; 分配; 消费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章编号］ 1002 － 3054 ( 2015) 09 － 0029 － 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3262 / j. bjsshkxy. bjshkx. 150903

一、引 言

1959 － 1961 年中国 “大跃进”饥荒是人类
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之一，几十年后受灾居民的

身体健康和储蓄能力仍受影响。虽然有人认为饥
荒已经逐渐远去，但上世纪末朝鲜及近几年马拉

维和尼日尔的经验表明这还有一定距离。在农业
基础设施薄弱、气候条件变化以及成本上升的情
况下，即便当今中国粮食安全也依然面临严峻问

题，再次回顾 “大跃进”饥荒，进一步从制度
上理解其成因仍然很有必要。
关于饥荒成因，目前权威的解释主要有 3

类: 粮食总供给下降 ( FAD因素) 、农民实际粮
食占有量下降 ( Entitlement 因素) 、公共食堂降
低粮食分配和消费效率。粮食总供给下降的解释
主要有退社权丧失降低生产激励和农业资源转移

导致农业生产崩溃。农民实际粮食占有量下降缘
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高征购，以

及农村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降低效率是因
为前期浪费粮食以及后期政治权利不平等降低公

社内部粮食横向分配效率。无论如何，粮食的供
给、分配和消费总是探讨饥荒成因的核心。
但以往研究大多太过依赖于数据，而未能立

足于整个时期的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令行禁
止和严格计划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央文件提炼出

的制度框架显然更能客观描述当时经济社会状

况。“大跃进”期间，粮食在整个经济体中的生
态循环逻辑为: 生产与总量供给—政府与农民间
的权衡 ( 征购与返销) —农民内部分配和消费。
以这个链条为经，以时间为纬，能够使我们跳出

传统分析框架，更加客观地厘清问题。本文基于
这个思路，立足中央历史文件资料并结合部分实

证研究，对以往文献存在争议的主要地方进行了

梳理。
接下来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当时粮

食流通制度和供需形势，讨论 FAD 因素和
Entitlement因素的分阶段适用性。第三部分剖
析超额征购的形成机制，讨论工业化加速和农

业 “浮夸风”的影响。第四部分从公共食堂、
集体积累以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三个方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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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团内部粮食的分配与消费。最后则是结
论部分。

二、粮食流通制度与供需形势

不论是 18 世纪爱尔兰马铃薯危机和清朝光
绪年间 “丁戊奇荒”，还是 19 世纪乌克兰及孟
家拉国饥荒，抑或 2000 年后马拉维和尼日尔饥
荒，食物供给和流通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
“大跃进”饥荒也不例外。正确认识当时的粮食
流通制度和整体供需形势是理解这场饥荒的

基础。
1． “大跃进”期间粮食流通制度
在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中国政府通

过户籍及人口流动管制、农村人民公社和统购统
销三大制度管理农产品生产和分配过程。户籍及
人口流动管理制度划分市镇工矿人口与农村居

民，并严格控制两个集团间人口流动。统购统销
制度在产粮区按既定指标征购，在其他领域

( 军队、城镇居民、缺粮区和灾区农民消费，以
粮食为原料的轻工业，国家储备及出口等) 销

售或配置。人民公社则在保证征购销及生产计划
的前提下，决定农民内部余粮的分配和消费。分
配粮食时，公社首先满足国家税收和收购计划，

其次为保障集体福利和扩大再生产而扣存的集体

提留，最后余粮用于公共食堂或分发给农户让其

自行处理。如果除此以外还有余粮，则可通过粮
食交易市场卖给国家 ( 或其指定收购商) 。经济
作物区和受灾地区通过国家返销获得粮食以维持

生产和消费。整个粮食流通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跃进”时期粮食流通制度水平示意图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并非纯粹因素，讨论饥荒

时还应考虑农村集市贸易的影响。1957 年取消
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只能卖粮给国家 ( 或指定

收购商) ，在返销计划下购买。但为缓解 “大跃
进”前期困局，1959 年 3 月各地开始组织农村
集贸市场。［1］( P41 － 42) 9 月 《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
易的指示》正式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粮食
可以加入农村集市贸易。之后由于 “反右倾”
运动又被取缔，1961 年底再次全面恢复。不容忽
视的是，粮食退出农村集市贸易与饥荒的发生具

有时间一致性。这是否显示着农村粮食自由市场
的积极调节作用，或者它仅是政府缓解危局的一

系列政策之一而已，还有待深入研究。
2． 饥荒时期粮食供需形势
自新中国成立到 “大跃进”前夕，中国在

粮食供给方面就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1953
－ 1965 年人均粮食 ( 原粮) 年产量仅为 536. 5
斤，仅约 1993 年的 70%。仅 1952 － 1958 年就出
现 3 次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其中 1952 年末到
1953 年春的危机直接催生了统购统销制度 ( 薄
一波，1991) ，1954 年下半年到 1955 年上半年
的事件则促成了更加明确的 “三定”政策 ( 赵
发生，1988) 。尽管如此，1958 年之前中国并未
出现过大面积饥荒，这说明从总量上来讲粮食是

够吃的。
1958 年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且人均产出和
供给均高于 1957 年 ( 见表 1) ，而最初的饥荒却
发生在 1958 年冬和 1959 年春部分地区。由于净
征购增加减少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国家层

面，饥荒的触发只能归咎于粮食的按计划分配过

程。这是以往文献将 Entitlement因素用于解释饥
荒触发的主要来源。Ｒiskin ( 1998 ) 也支持这种
观点。Meng et al. ( 2010 ) 发现 1958 年人均粮
食产量 3 倍于生存必需水平。单就饥荒的触发过
程，FAD因素显然缺乏解释力。更为甚者，Lin
and Yang ( 2000) 统计检验中，1959 年 FAD 因
素依然不显著。但从地区层面，仍然存在着国家
粮食总量充分与局部粮食供给不足的短期冲突

( Yang，2008) 。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高昂的
省际调配成本不可避免，且价格机制的丧失阻塞

了信息传递，造成部分地区即使缺粮也得不到即

时补给。于是，直接用 FAD 因素解释饥荒触发
的合理性取决于省际调配成本和信息失灵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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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粮食供给、征购与农村占有 1956 －1965(原粮)

年份
总产量

万吨

总人口

万人

人均产量

千克

净出口

万吨

人均供给

千克

征购

万吨

农业销售

万吨

净征购

万吨

农村占有

总量万吨 人均千克

1956 19275 62828 306． 8 60． 2 305． 8 4544． 0 1674． 0 2870． 0 16405． 0 310． 5
1957 19505 64653 301． 7 46． 7 301． 0 4804． 0 1417． 0 3387． 0 16118． 0 298． 5
1958 20000 65994 303． 1 63． 1 302． 1 5876． 0 1703． 5 4172． 5 15827． 5 294． 5
1959 17000 67207 252． 9 98． 7 251． 5 6740． 5 1984． 0 4756． 5 12243． 5 228． 5
1960 14350 66207 216． 7 63． 3 215． 8 5105． 0 2015． 5 3089． 5 11260． 5 214． 5
1961 14750 65859 224． 0 － 106． 1 225． 6 4047． 0 1466． 5 2580． 5 12169． 5 227． 5
1962 16000 67295 237． 8 － 92． 3 239． 1 3814． 5 1242． 5 2572． 0 13428． 0 239． 5
1963 17000 69172 245． 8 － 107． 5 247． 3 4396． 5 1504． 5 2892． 0 14108． 0 245． 0
1964 18750 70499 266． 0 － 115． 0 267． 6 4742． 5 1558． 0 3184． 5 15565． 5 264． 5
1965 19455 72538 268． 2 － 96． 2 269． 5 4868． 5 1509． 0 3359． 5 16095． 5 266． 5

注: 1．第 3、5 列分别来自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1940 － 1983) 》( 1983) 第 34、434 页，第 2 和第 7 － 11 列
来自第 342 － 343 页，第 11 列为农业人口人均占有量; 2．贸易粮与原粮转换比率参照第 645 页; 3．征购和销售包括议价
粮，净征购 =征购 －农业销售。

但是对于 1959 年下半年至 1961 年上半年饥
荒的持续和肆虐却不得不考虑 FAD 因素，因为
1959年和 1960年两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甚至到了
最低水平。实证分析中，Lin and Yang ( 2000) 中
的人均粮食产量在 1960 年和 1961 年都是显著
的。Li and Yang ( 2005 ) 也认为，政府将劳动
力过度地转移到非农部门导致农业减产加剧后期

的饥荒。对于前期粮食总量充足前提下的局部饥
荒，扩展到计划经济框架的 Entitlement理论无疑
具有说服力。但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已有文献的统
计分析中，都很难排除后期全国性饥荒与粮食全

面减产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预示着将整个饥荒
过程单纯地归咎于 FAD 或 Entitlement 因素，或
者认为某一因素在整个过程中占主导有失偏颇。

三、超额征购的原因

与苏联 19 世纪 30 年代饥荒比较，Berstein
( 1984) 和李若建 ( 2001) 认为中国过度征购是
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一种过失性行为，是农业

“浮夸风”导致的意外后果。但 Li and Yang
( 2005) 以及范子英和石慧 ( 2013) 认为超额征
购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业化加速增加了城市粮食需

求。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政府将大量农业劳动力
转移到非农部门，再加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急剧增加了城市口粮需求。轻工业原料及出口换
取工业资本的增加也扩大了将农产品转化为工业

投资的需求。对于中央来说，农业浮夸造成过度
征购属于意外之举，而工业化加速引起主动增购

却是刻意为之。
1． 工业化加速
因为工业化加速与超额征购互为因果，单纯

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必须从政策性
文件中找到中央政府主动提高征购比率的直接证

据作为支撑。1955 年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
办法》将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化，实行粮食 “三
定”; 3 年内“增产不增购”; 若自然发生重大变
化显著影响收成， “必须向丰收地区增购粮食
时，增购数字不应超过农户因丰收而增产部分的

百分之四十”。［2］( P95) 直到 1957 年这些原则都得
到坚持，但 1957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
统销的补充规定》从两个方面提高了事前征购
比率。一方面，“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
当降低; 收成较差地区农民的口粮标准，也应该

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缺粮的农业社和单干
户，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另一方面， “超过
粮食‘三定’定产数量的部分，国家对于余粮
的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增购一部分粮

食”; “国家增购的数量，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
百分之四十，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多增购一

些”。《补充规定》既降低了缺粮农民的消费水
平又增加了对增产农民的收购任务。增购目的不
再局限于以丰补歉，对象也不仅是丰收地区。实
际上“大跃进”之前粮食产量并未被普遍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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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957 年产量相对于上年仅增长 1. 2%，但总
征购量增长 5. 7%，净征购量增长 18%，这主要
应当归咎于政府主动提高事前征购率的行为。

1958 年《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
几项规定》规定 “粮食丰收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应该适当地增加统购数量，减少统销数

量，实行以丰补歉。增加统购的数量和办法，由
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进一步突破 “三
定”，赋予地方依据当地工业进程任意增购粮食
的权利空间。赋予增购权利的前提下，将工业化
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实际上也

是一种变相“主动”增购。
1959 年是转折的一年，上半年的争论和反
思削弱了“浮夸风”的作用。但粮食相对上年
减产 15%时，征购量和净征购量仍然分别增长
14. 7%和 14%。这应当是庐山会议上 “左”战
胜“右”，继续跃进策略选择的必然结果。更为
甚者，1960 年饥荒已经十分普遍，浮夸风气得
到全面清扫，征购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未回归正

常水平。一方面是由于中央仍未放弃“大跃进”
策略，试图“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
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渡过暂时的危机。另
一方面，因为粮食紧张，在 1960 年饥荒比较严
重的时期，中央在非农领域广泛开展了一系列节

约粮食的运动。正是因为忽略了后一个事实，范
子英 ( 2013) 才会认为 1960 年征购下降与城市

人口并未同比下降相冲突。因此，1959 － 1960
年超额征购实际上是工业跃进策略下的选择结

果，也是意料中的必然之举。
2． 农业“浮夸风”
1958 年“三定”3 年不变期满后国家调整
了核算基数，改为以 1957 年征购和销售的预计
数字为基准。之后征购指标一年一定，直到
1965 年才稳定为“一定三年”。征购指标一年一
定大大增加了政府转移农业资源的权利和自由

性，但也从制度上为农业浮夸促使政府超额征购

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文件资料可将收购公式大致概括为:

收购量 = ∑N

i = 1
( 核定产量i － 国家税收i －

核定用粮量i ) ×收购比率 +∑M

J = 1
丰收增产量 j ×

丰收增产部分收购比率

式中: N为余粮单位数，i表示第 i个余粮单位;
M为丰收地区增产单位数，j 表示第 j 个增产单位。
农业浮夸从 3个方面提高事后毛收购量:一是将非
余粮单位高估成余粮单位;二是提高了现有余粮单

位核定产量; 三是高估丰收地区增产数量。另外，
高估缺粮单位年增产量，提高常年产量，减少了

国家对其返销，进一步增加事后净收购率。相对
上年 1958年粮食增产 2. 5%，而征购量和净征购
量却分别增长 22. 3%和 23. 2%，这应当同时包含
了“浮夸风”和工业化加速双重因素的影响。

表 2 地区农业浮夸与超额征购

省份
正常产量

万吨

农业高产

卫星数

浮夸产量

万吨

超额征

购率%
河北 757． 2 25 2250 22． 5
山西 387． 7 30 750 10． 4
内蒙古 366． 8 5 590 6． 8
辽宁 648． 8 4 － 13． 9
吉林 493． 2 6 － 23． 1
黑龙江 759． 3 4 － 21． 1
江苏 1108． 2 28 2000 － 2500 6． 6
浙江 759． 2 17 1600 4． 9
安徽 1029． 7 44 2250 8． 1
福建 425． 5 33 885 9． 4
江西 653． 2 35 － 7． 5
山东 1258． 2 48 － 5． 5

省份
正常产量

万吨

农业高产

卫星数

浮夸产量

万吨

超额征

购率%
河南 1213． 7 91 3150 7． 4
湖北 955． 2 72 2250 5． 6
湖南 1098． 3 40 4500 7． 9
广东 1051． 5 21 － 8． 4
广西 590． 7 21 2290 8． 0
四川 2082． 3 38 4500 8． 8
贵州 482． 7 17 900 8． 5
云南 575． 3 18 － 4． 6
陕西 479． 7 28 － 6． 6
甘肃 342． 2 17 1000 6． 2
青海 59． 5 2 110 15． 2
宁夏 64． 7 14 － 7． 4

注: 1．正常产量为 1955 －1957年产量均值，来自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1940 － 1983)》( 1983) 第 350 － 407
页; 2．农业高产卫星数根据 1958年 6月 －1962年 2月《人民日报》统计，超额征购率为 1959 － 1961 年均值超过 1955 － 1957
平均征购率的比例(陈硕，2011) ; 3．“浮夸产量”来自各地方志及当代中国丛书(李若建，2001)。“－”表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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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史实还是统计数据都表明农业

“浮夸风”对超额征购的作用应当仅仅局限于大
跃进前期。鉴于前期困局，1959 年中央做了一
系列的反思和对浮夸风的抑制，之后也存在丰富

的资料可以佐证中央清楚粮食紧张的局势。此后
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再因为相信农业丰收而增加收

购数量。那么，如果 “浮夸风”在整个时期都
刺激超额征购，那么在控制地区正常产量的条件

下，1958 年 6 月 － 1962 年 2 月卫星总量或者浮
夸产量应当与 1959 － 1961 年平均超额征购率
( 见表 2) 显著正相关。但统计结果显示，控制
住地区正常产量时卫星数量与平均超额征购率显

著负相关，而浮夸数量与平均超额征购率几乎不

相关。虽然局限于数据质量验证过程不够严谨，
但这已能充分驳斥 “浮夸风”在整个饥荒期间
引发高征购的命题。

四、人民公社内部余粮分配与消费

公社总收入主要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 生

产及管理费用、农业税收、集体提留、社员收
入。而粮食则按照政府征购、集体提留和社员消
费的顺序分配。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之后，给定农
村留粮总量，公社内部集体积累、公共食堂和家
庭副业仍然对饥荒具有很大影响。接下来我们从
三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1．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对饥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粮食

分配和消费效率上。这主要有 3 种解释: 由于信
息失灵，误以为粮食高产而提高粮食消费路径;

食堂的“公共产权”制度，使得社员 “敞开肚
皮”乱吃; 以及食物紧缺时人民公社内部政治
地位不平等及权力滥用。最初消费路径的提高，
可以由用于集体福利的公益金增加来佐证。前两
种观点主要针对 1958 年末 1959 年春粮食产量足
够的前提下最初的饥荒，后一种则更加倾向解释

饥荒持续及加剧过程，因为只有资源相对匮乏时

权利和地位的作用才得以彰显。
尽管公共食堂在饥荒中的影响已得到普遍承

认，但其重要性也遭到怀疑。关于公共食堂的研
究，问题主要存在于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参与

率的多变性以及食堂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

性，公共食堂难以准确度量; 另一方面，公共食

堂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含义不断变化，其本身更可

能只是一系列关键变量的代表。
由于余粮总额限制与政治因素，公共食堂制

度本身难以准确测度。数量方面，公共食堂本身
是一个时断时续、时聚时散的过程，各省不同时
间统计的数量差距悬殊 ( 见表 3) 。1958 年大跃
进初期和 1959 年庐山会议 “反右”胜利之后是
公共食堂的两个高潮，但这之间和 1960 年之后
呈大范围解散的态势。目前能收集的公共食堂参
与率都是时点数据，无论是直接回归还是采用非

平衡面板模型获得的统计结果都会有较大的偏

差。质量方面，无论地域维度还是时间维度，公
共食堂本身也体现出较强的差异性。陈硕
( 2011) 根据 1958 年下半年间 24 省地方党报
120 条关于食堂的新闻统计显示，有 22. 5%的食
堂实行无限额供给，43. 33% 按人口分配，
8. 33%按家庭分配，其余则按粮票分配。经过
1959 年上半年的反思和庐山会议，中央要求在
全国范围内加强公共食堂管理，实行定量供给并

采取了很多其他提高消费效率的措施。随着饥荒
的加剧，基层公共食堂的直接管理者也变得更加

精打细算。单从粮食消费效率来看，各地和各时
期的公共食堂本身并不同质，单纯的公共食堂参

与率根本无法刻画这些特征。
由于制度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公共

食堂参与率背后的含义也在变化。公共食堂的原
型是农忙时期的 “转转饭”和农忙食堂，目的
在于聚集劳动力以应付农忙生产或者大型工程。
大跃进初期，全国普遍成立食堂的初衷是为了方

便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

和解放农村妇女以增加劳动力数量。此时，公共
食堂是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表现。随后由于对集体
化优越性的乐观估计和农业浮夸风，在中央政策

容许和领导者的错误鼓励下，很多地方的公共食

堂开始出现超额供给造成浪费进而触发饥荒。这
时，公共食堂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过高的农民消

费路径。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 “反右倾”运动
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否支持公共食堂成

为了划分“左”派和“右”派的一个重要依据。
于是这段时间，公共食堂又成了拥护中央领导的

一个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以往文献中
诸多提及的“政治激进”的一个标准。但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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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减产和过度征购，公社余粮严重不足，由

于公共食堂内部的干部特权和贪污腐化，它又成

为公社内部分配低效率的代言人。随着公共食堂
背后含义的不断变化，公共食堂本身已经不再是

一个单一的变量。文贯中和刘愿 ( 2010) 试图采
用存栏猪作为食堂的代理变量，且不论它是否带

来更多的噪音，仅它能不能与公共食堂一样合理抓

取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学含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表 3 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百分比率

地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河南 98 97． 8 99

湖南 － 97． 6 －

四川 95 96． 7 －

云南 72． 9 96． 5 －

贵州 － 92． 6 －

上海 － 94． 5 －

安徽 72． 8 90． 5 －

北京 － 87． 4 －

新疆 － 85． 1 －

浙江 － 81． 6 －

广西 － 81 －

广东 － 77． 6 －

河北 94 74． 4 86． 1

山西 85． 6 70． 6 81

地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湖北 － 68． 2 －

福建 － 67． 2 －

江西 － 61 －

陕西 94． 2 60． 8 －

江苏 97 56 －

宁夏 75． 15 52． 9 －

甘肃 － 47． 7 63． 3

山东 82 35． 5 55． 4

青海 90 29． 9 －

吉林 － 29． 4 29． 4

黑龙江 － 26． 5 40

辽宁 － 23 33

内蒙古 － 16． 7 －

注: 1958 年除宁夏数据是 12 月的统计结果，来源于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 1992) 第 510 页外，
其余均来自范子英等《经济作物、食物获取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 2008) 第 302 页，具体统计时间不详; 1959 年数
据来源于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 1992) 第 602 页，是国家统计局 1960 年 1 月统计的 1959 年底的情
况; 1960 年数据来源于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 1992) 第 600 页，是 1960 年 2 月份的统计结果。其中
“－”表示数据缺失。

2． 集体积累
目前超额征购和公共食堂已得到广泛研究，

但以往文献对集体积累的讨论还比较稀少。刘愿
( 2010a) 专文探讨了集体积累对饥荒的影响，范
子英 ( 2010 ) 和杨涛 ( 2010 ) 予以评论，刘愿
( 2010b) 又针对性进行辩解。这 4 篇文章争论的
一个焦点在于:集体积累是否严重挤占农民口粮

及其作用是否被高估。刘愿 ( 2010a) 认为，除政
府征购和公共食堂之外，集体积累的增加大幅挤

出农民口粮，是饥荒的又一大成因。范子英
( 2010) 认为，集体积累主要用于增加“大炼钢铁”
和“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口粮，只改变了粮食
在农民内部的分配方式，并不减少余粮总量。高
耗能工程中，食堂对劳动力的人均食品供给份额

显然更高，以维持其劳动能力，因此集体积累对饥

荒的影响与公共食堂相似，主要来自降低消费效

率。杨涛( 2010) 也认为，由于集体积累大部分以
现金形式存在，且当预存口粮消耗殆尽时，公社可

用多提留的种籽粮、饲料粮和储备粮救灾。

表 4 中国的合作化运动，1955 －1958 年

合作形式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互助组
互助组数 7 147 000 850 000
每组户数 8． 4 12． 2

初级社
初级社数 633 000 216 000 36 000
每社户数 26． 7 48． 2 44． 5

高级社
高级社数 500 540 000 753 000
每社户数 75． 8 198． 8 158． 6

人民

公社

人民公社 24 000
每社户数 5 000

注: 数据来自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 － 1961( Lin，1990) 第 1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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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忽略了 3 个基本事实，刘愿 ( 2010b)
的辩解并不能显示出充分的说服力。首先，随着
1957 － 1958 年合作化程度提高 ( 见表 4 ) ，生产
手段和组织方式更加集中，集体积累有一个自然

增加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 1958 年的高积累。
其次，1958 － 1959 年统购价格未明显降低的情
况下，政府统购数量大幅增加，这使得公社销售

粮食获得现金大幅增加。而社员分配中现金部分

并未大幅见涨，多余的现金只能流向集体积累。
刘愿 ( 2010b) 认为农产品价格很低，这部分现
金数额很小。但我们发现 1956 － 1965 年间，农
副产品收购金额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 57. 2%，
占纯收入约 78. 6% ( 见表 5) 。最后，1959 年以
农业返销明显上升为标志的省级政府救灾背景

下，全国性的守仓不开也很难站得住脚。

表 5 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与农副产品收购额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收入 各项费用 纯收入 国家税收
农副产品

收购额

集体提留 社员分配

合计 公积金 公益金 合计 现金

1956 343． 9 78． 7 265． 2 33． 8 192． 2 12． 4 10． 3 2． 1 219 54． 1
1957 367． 5 97． 3 270． 2 36． 2 217． 5 22． 6 18． 0 4． 6 211． 5 52． 2
1958 410． 2 109． 3 300． 9 39． 0 229． 8 47． 4 40． 6 6． 2 214． 5 53． 0
1959 384 102． 8 281． 2 38． 4 279． 2 48． 1 39． 6 6． 9 194． 7 48． 7
1960 367． 7 106． 5 261． 2 36． 4 220． 0 16． 2 11． 0 3． 7 208． 6 51． 5
1961 412． 3 110． 1 302． 2 26． 4 211． 0 28． 0 17． 3 8． 2 247． 8 61． 7
1962 423． 3 119． 6 303． 7 27． 5 211． 0 27． 6 18． 7 6． 1 248． 6 60． 9
1963 440． 5 124． 7 315． 8 28． 8 238． 2 30． 9 22． 7 6． 7 256． 1 63． 2
1964 489． 6 141． 4 348． 2 33． 2 271． 0 45． 7 35． 0 8． 3 269． 3 66． 2
1965 531． 7 149． 8 381． 9 29． 8 307． 1 47． 5 34． 9 7． 6 304． 6 77． 2

注:数据来源于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1940 － 1983) 》( 1983) 第 335 页，第 510 － 511 页。

集体积累是否被高估的关键之处在于集体提

留中现金部分是否微不足道。为了进一步验证，
我们利用 1956 － 1965 年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设定模型:

ΔSa = f［ΔΔPro，ΔIa，ΔX，ΔSa－1］

其中 ΔSa为集体提留差分，表示集体积累的增长
额; ΔΔPro为农副产品收购额差分与社员现金分
配差分之差，表示公社销售农产品获得现金中流

入集体积累部分的增长额。ΔX 为控制变量差分，
我们用农村居民总收入 Income以控制收入影响，
粮食播种面积 Sow以控制种籽粮部分。为了抓取
集体化、大炼钢铁、饲料粮以及其他未知干扰的影
响，我们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表 6 列示了估计
结果。由于样本量限制，ΔΔPro 和 ΔSow 相关系数
高达 0. 99，导致方程( 5) 无效; ΔIa和 ΔIncome相
关系数为 0. 51，降低方程( 2) 和( 4) 的有效性和
稳健性。但尽管如此，其他两个方程的结果显示，
公社销售农产品获得现金中流入集体积累部分仍

然显著引起了集体提留的变化。因此，集体积累确

实存在被高估的迹象。

表 6 现金部分对集体提留影响估计结果

自变量 ( 1) ( 2) ( 3) ( 4) ( 5)

ΔΔ Pro
0． 240* 0． 223＊＊ 0． 220＊＊ 0． 848
( 0． 103) ( 0． 072) ( 0． 554) ( 0． 698)

Δ Ia
0． 57 0． 684＊＊ 0． 505＊＊ 0． 395
( 0． 329) ( 0． 159) ( 0． 153) ( 0． 199)

Δ Income
0． 341* 0． 178 0． 169 0． 285
( 0． 129) ( 0． 188) ( 0． 867) ( 0． 157)

Δ Sow
－0． 659
( 0． 730)

滞后项
－0． 094 －0． 201 －2． 449＊＊ －0． 189* －0． 175
( 0． 105) ( 0． 137) ( 0． 073) ( 0． 633) ( 0． 067)

常数项
－5． 047 0． 696 2． 838 －0． 933 －1． 035
( 4． 547) ( 5． 864) ( 2． 517) ( 2． 737) ( 2． 828)

Ｒ2 0． 809 0． 742 0． 907 0． 959 0． 971

注:数据分别来自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 1940 － 1983 ) 》( 1983 ) 和《中国水利年鉴》编纂委员会
《中国水利年鉴 2009》( 2009)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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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留地与家庭副业
以自留地为主导的家庭副业也是影响农民内

部粮食生产分配的一个主要因素。“大跃进”期
间，自留地面积占生产队耕地面积比率在 5%左
右。因此，即便不考虑农民在自留地上劳作与参
加集体劳动间的效率差异，农民对自留地收益是

否具有自由处置权，对饥荒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目前为止，少有经济类文献专门深入研究自
留地和家庭副业对饥荒的影响。以往文献处理自
留地和家庭副业时，普遍认为作为公共食堂制度

的一部分，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的取消和恢复与公

共食堂的成立和取缔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但我们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58 年公社化运动初期，自留地被取消，
转归集体所有。但由于前期公共食堂的失败，
1958 年末和 1959 年春部分地区出现饥荒，1959
年 5 月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
和《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
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宣布恢复农村自留地和家
庭饲养。同年 6 月 《中共关于社员私养家禽、
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进一步完善
了家庭副业政策: 一是规定所有社员都享有自留

地，不论是否用于家庭养殖; 二是赋予收益自由

处置权，不纳入集体核算; 三是放宽自留地用

途，并保证长期权利。因此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取
消于 1958 年“大跃进”初期， 《嵖岈山卫星人
民公社试行简章 ( 草稿) 》及《中共中央关于在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 《目前各地
并社工作的动态》等中央文件中相关规定也能
佐证这一点。但开始恢复于 1959 年夏，而不是
在 1961 年 2 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草
案) 》颁布时才恢复。
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中尽管少部

分地区将自留地当作 “资本主义尾巴”又收归
集体所有。但是作为最高和最权威的决策者，毛
泽东一直支持和肯定自留地的存在。1959 年 10
月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1960 年北戴河中央工
作会议上等，毛泽东均明确支持肯定自留地和家

庭副业的保持和发展。［3］( P495、P520 － 521) 同样，也有

不少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证据支持自留地和家

庭副业的保留。这些文件在支持保留自留地和家
庭副业的同时，却都坚持办好和整顿公共食堂。

诸多证据表明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的

绑定政策，而是早在 1959 年夏就已开始逐步得
到全面恢复。因此，文贯中和刘愿 ( 2010 ) 以
及刘愿 ( 2010b) 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丧失
了依据，以往文献中认为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

恢复对 1961 年饥荒结束的促进作用也有待商榷。
尽管如此，鉴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也不能

草率地否定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作用。一方
面，1959 年末由于粮食征购困难而引发的 “反
瞒产私分”运动，可能不但抄没了真正瞒产私
分的粮食，也 “顺便”抄出了家庭副业收益，
导致强制性的超额征购掩盖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

救灾减灾作用。另一方面，整体缺粮背景下全国
范围内经久不衰的 “反右倾”运动和 “三反”
运动也可能成为夺取家庭副业收益的手段。自留
地与家庭副业在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到底为何，以

及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结 论

本文基于权威历史文件资料、制度变迁和近
20 多年来研究饥荒成因的文献，从粮食总供给、
超额征购以及人民公社内部余粮的分配与消费 3
个层面对“大跃进”饥荒中粮食的供需问题进
行了梳理，结论如下。
第一，从粮食总量供需角度，FAD 因素和

Entitlement因素解释饥荒具有分阶段适用性。在
饥荒前期粮食总量充足的条件下，超额征购和集

体积累挤占大部分农民口粮，Entitlement 因素是
饥荒触发的主要原因。但后期粮食总供给严重下
降，无论是逻辑还是事实都无法排除 FAD 因素
的影响。
第二，超额征购的直接原因可以归咎于两方

面，即农业“浮夸风”导致意外多购和工业化
加速引起的主动增购。1959 年的反思和转折使
“浮夸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1960 年后中
央领导认识到浮夸的严重后果，因此 “浮夸风”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饥荒前期。而由于工业赶超战
略的坚持，后者的作用则贯穿于整个饥荒始末。
第三，由于忽略现金成分和集体提留粮食很

少影响农民口粮消费的事实，集体积累对饥荒的

影响可能被高估。饥荒期间公共食堂不断变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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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度量，且很多政策和经济事实都通过食堂的形

式表现，因此它更可能是一系列变量的代表而非

变量本身。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制度
的绑定政策，它们比公共食堂提前得到恢复。
第四，饥荒持续时间太长，期间粮食供需形

式、超额征购机制、集体积累数量、公共食堂以
及家庭副业等都发生很大变化。这导致稳定的假
设很难适应整个时期，将饥荒视作整体来研究有

失偏颇。1959 年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前后，中
共对前期失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纠正，因此从

1959 年将饥荒划分成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以分
别讨论更为合理。
时隔 50 余年，这场惨痛的危机依然让人刻

骨铭心。尽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
步，历史已几乎不会重演。但是从制度、发展战
略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进一步认识和

理解这场危机，以预防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还是很

有必要。我们谨以此文抛砖引玉，祭奠饥荒的受
难者和献给孜孜不倦的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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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upply，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in Great Famine
YU Chong-wu 1，ZHANG Lei 2

(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engdu 612072，China)

Abstract: In decades of years，the cause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in
the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stitution changes，combining with empirical
research，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s in the past dozen years． It clarifies and confirms that: ( 1 ) neither
FAD nor Entitlement factors can explain the total famine process alone; ( 2 ) both agriculture overstat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acceleration caused the excessive procurement，but the former mainly worked in early
stages; ( 3 ) public cantee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 representative of a series of other economic variable，
collective savings and its impacts upon famine might be overestimated，private plots and household sideline
production were not bundled policies of public canteens; ( 4) considering transformations of key policies and
contributory factors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famine，it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to divide famine into two
phrases，trigger and retention，form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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